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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中和為日治時期高雄首富，高雄市在日治時期逐漸形成以工業為

主的大都市，但綜觀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的產業發展，投資雖然相當

多樣，但主導產業仍是以農產製造工業為主的製糖、製鹽、碾米，以及

土地開發，與日治高雄時期許多新式產業無關。

陳中和家族日治時期的發展，可約略分為三階段：（一）1895年

至1923年，此時陳中和成功設立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並參與許多全

島性及高雄市的投資，奠定陳中和家族的經濟基礎。（二）1923年至

1930年，陳中和家族以土地投資為主，對於當時高雄市日商主導的新式

企業，亦由陳啟峰為代表多所投資，但均非主導。（三）1930年至1945

年，因陳中和過世，投資不多，其主要產業亦因戰爭關係被政府強迫併

購。

從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發展看來，仰賴傳統製糖、製鹽、碾米等

起家之臺商，面對產業之變化，雖然受限於政府將大型工業交由日資大

財團主導的政策，但本身亦似乎無意應變，相較於後期因新興產業活躍

之臺商，日治初期臺籍富商的投資取向，亦值得討論。

關鍵字：高雄、陳中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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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陳中和與日治前期打狗產業之發展（1895–1923）

高雄市是日治時期才崛起的城市，其產業發展相當多樣性，從早期

傳統的糖、米業，一直到後期的工業城市，呈現相當大的變化。身為此

地臺籍最重要的商人，陳中和在高雄市的產業發展上，究竟佔有何種地

位？其與當時的臺籍、日籍商人關係如何？實為解讀日治時期高雄市產

業發展的重要面向。

陳中和及其家族在日治時期的經濟表現，已有多人討論，無論是陳

中和過世後宮崎健三的《陳中和翁傳》，或是司馬嘯青先生《臺灣五大

家族》、戴寶村教授的近作《陳中和家族史》，均已將陳中和家族日治

時期的事業，做了詳盡整理及研究。

從這些研究中可見，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產業是以糖業的「新

興製糖株式會社」（1903年設立）、鹽業的「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

（1923年設立），以及碾米業的「南興公司」（後來的陳中和物產，

1903年設立）為主，另外就是參與其他事業的投資，如「打狗整地株

式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社」、「高雄製冰」、「高雄共榮自動

車」等，但均不佔有主導位置。

由此看來，陳中和家族的主要事業體有兩大特徵：一是以農產製

造工業為主體、二是集中在日治前期，這與高雄市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特

徵：一是以如水泥、製鐵、鋁業、化學等大型工業為主、二是集中在日

治中後期形成強烈對比，要解釋此現象，必須將陳中和家族事業發展放

在日治時期臺灣及高雄市產業發展脈絡下討論，方能對此有更深入的理

解。

陳中和家族產業發展，約莫可分為三個階段，以1923年（大正12

年）成立「烏樹林製鹽」及1930年（昭和5年）陳中和過世為分界點，

這三個時期恰可參照高雄市的產業發展，看出陳中和家族產業發展的特

色。

第一時期（1895–1923年）也是高雄市最初發展階段，此時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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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仍大半稱之為打狗，1亦未升格為市，但隨著1900年（明治33年）

成立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於橋仔頭（今橋頭）設置新式糖廠，

1908年（明治41年）以打狗港為終點的縱貫鐵路通車，以及同年開始

修築打狗港，這一連串與打狗有關大型建設陸續完工及動工，讓依傍

著打狗港的打狗街快速發展。身為打狗首富的陳中和也把握此契機，陸

續成立其主導的三大公司：「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烏樹林製鹽株式

會社」、「陳中和物產」，奠定陳家日後在高雄市臺籍產業界的龍頭地

位。

此時期若依臺灣整體產業發展來看，正是總督府治臺，完成其土

地、金融等現代商業發展的「基礎工程」，以及現代化製糖業的發達階

段。2如果將視野放在高雄，則也可看到類似的情境，此時期縱貫鐵路

通車、打狗港築港、哈瑪星新市區等打狗發展的「基礎工程」完工，而

這也是伴隨著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等現代化製糖的發

展而來。

這些攸關打狗發展的「基礎工程」中，商人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總督府資金不足情形下，經常仰賴商界人士投資，除本地最重要的商

人陳中和外，尚有許多橫跨日、臺的重量級「外來日資」來到高雄。例

如被譽為「臺灣財界之王」的荒井泰治曾投資「打狗整地株式會社」、

「打狗土地株式會社」、「臺灣肥料」，協助政府填海造陸，興築今日

哈瑪星、鹽埕等市區土地。1917年（大正6年）興建本地最重要水泥工

廠「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的淺野總一郎，後來更主導東京灣的填海造陸

工程。31913年（大正2年）設立「臺灣煉瓦株式會社高雄工場」的後宮

信太郎，亦為臺灣煉瓦事業大亨，上述幾間公司（工廠）也是此時期最

重要的公司之一。

面對實力遠高於自己的「外來日資」，陳中和則展現其政商手腕，

除了與這些大商人合作，也積極投資總督府想要發展的事業，結合其擅

1　打狗於1920年（大正9年）方更名為高雄。
2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2003年），頁55。
3　�吳文星，〈日據時期高雄地區社會領導階層之分析〉，《高雄歷史與文化�第一輯》（高
市：陳中和基金會，1994年）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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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米、糖業，讓其事業更上層樓。

陳中和清末即在打狗地區首富陳福謙所開設的「順和棧」服務，

「順和棧」是以糖業買賣為主，陳福謙去世後，陳中和自立門戶「和興

行」，也繼承陳福謙，成為新的打狗首富。4

以糖發跡的陳中和，在政權轉移後，仍維持首富地位，更與臺南王

雪農緊密合作，如王雪農的「德昌號」亦有陳中和參與，5除糖業外，

在鹽業及精米業亦有合作，然最主要仍為糖業，兩者均成為此時期南

部商界主要人物。當總督府決定要在南部設立新式糖廠時，兩人亦支持

總督府政策。1900年12月10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今橋頭正式設立

時，總資金100萬日圓，分為2萬股，其中陳中和投資750股，為臺人投

資最多者，占總數3.75%，擔任董事（取締役）一職，王雪農亦投資250

股。6

陳中和投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除了襄助總督府之意，也從其專

業眼光看到新式糖廠的願景，1903年（明治36年）4月10日，陳中和把

握了總督府發佈〈糖業獎勵規程〉的時機，糾集陳振發、陳啟南、陳啟

貞、陳光燦，5人各集資24萬日圓在鳳山廳大寮庄山仔頂成立「新興製

糖合資會社」，這不僅是本土資本家投資設立新式糖廠的第一人，從主

要投資者名單看來，陳中和、陳啟南、陳啟貞均為陳中和家族成員，此

糖廠實由陳中和所主導。7

除了新興製糖，陳中和對於熟悉的米、鹽業亦未忘懷。其在1903

年創設「新興製糖」時，亦集資10萬日圓創辦「南興公司」，此為新式

電動碾米工廠，由於其在1901年（明治34年）時已與王雪農在安平設

立「安平精米會社」，8可見其對此產業並不陌生。1933年（昭和8年）

南興公司合夥人林仕隆退股後，公司改名為「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

掌管陳中和家族之事業。

另一個陳中和積極經營的事業是鹽業。早在1899年（明治32年）

4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臺北：玉山社，2008年），頁84–90。
5　〈南部經濟界の實情〉，《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4日第2版。
6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96。
7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96–98。
8　〈安平精米會社の器械運轉〉，《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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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新設各地鹽務總管時，陳中和就擔任臺南、鳳山、打狗、恆春、

臺東的承辦，其中臺南的負責人（支配）為王雪農、鳳山負責人陳祝

三、恆春負責人何德修、臺東負責人周鳴球，打狗由陳中和親自負

責，9其於1901年（明治34年）在苓雅寮開闢6萬餘坪之鹽田，10同年又

開闢東港地區11萬坪的鹽田，11後於1919年（大正8年）併購彌陀庄烏

樹林的鹽田，於1923年（大正12年）組成「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

除製鹽外，兼營養殖及輕便鐵路。12

上述可見陳中和擅長的產業為糖、米、鹽等農產製造工業，但因

縱貫鐵路的通車及打狗港興築，打狗的發展反而是以工業為主。臺灣製

糖、新興製糖等公司的糖業產品均由打狗港出口，也帶動打狗街的發

展，許多新設工廠更與糖業有關。在新式製糖工廠設立後，機械製糖取

代了舊式以人力、牛車製糖的糖廍，要安裝、維修這些機械的機械工廠

（鐵工所）開始誕生。而隨著糖的大量出口，船隻更是缺少，不論是要

將糖運至日本、中國，或是港內的接駁，甚至是在1914年（大正3年）

打狗、阿緱（今屏東市）鐵路尚未通車前，要將今日屏東平原的糖運至

打狗港出口，也需要船隻，在亟需機械工廠及船隻情形下，臺糖只好自

己動手。先在橋仔頭工廠內設立鑄物工廠，後於1917年（大正6年）轉

設至打狗港畔，1910（明治43年）則於旗津成立臺糖造船所，兩者均

為當時臺灣機械與造船最好的工廠之一。13

在新式糖廠陸續建立，船隻需求量亦大情形下，結合造船及機械

製造、修理的機械工業前景頗為看好，加上日本國內對此產業亦正在發

展，當時在臺灣經營有聲有色的鈴木商店也決定在高雄設立鐵工造船

廠，其與陳中和合作，租借陳中和愛河口（打狗川）旁的一萬坪土地

（今日高雄市光榮碼頭附近），於1918年開始興建「神戶製鋼所打狗

9　〈鹽務總管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30日第2版。
10　〈陳中和氏新開鹽田〉，《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30日第2版。
11　�〈東港地方の鹽業〉，《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4月6日第2版、〈東港鹽田の落成〉，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14日第2版。
12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111–117。
13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29年），頁16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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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場」，主要以造船及製造製糖機械。14

後鈴木商店進一步與臺糖合作，再加上大阪田中鐵工所的技術，

以神戶製鋼所原址，合併臺糖的鑄物工廠、造船廠，設立「臺灣鐵工

所」，此為日治時期臺灣最重要的機械工廠，戰後成為「臺灣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鐵工所初期集資時，以鈴木商店與田中岩藏之田中鐵

工所為主，總股份4萬股中，兩者共佔1萬5,000股，其餘1萬9,000股由

各製糖會社認購，並開放6,000股給臺灣內地有興趣者。15各製糖會社

中，以臺糖最為積極，其鑄物工廠的機械也全數轉移，陳中和的新興製

糖也認購1,000股，加上建築用地為陳中和所提供，陳中和在「臺灣鐵

工所」的設立，亦有所參與。

實際上，陳中和所參與「臺灣鐵工所」的土地，也是參與另一項

投資案的成果，這是荒井泰治主導，於1909年（明治42年）的「打狗

整地株式會社」，該公司成立之背景是因應打狗港築港工程。總督府藉

此工程，除了興築現代化的打狗港外，更希望利用機會填海造陸，開發

新市區，這些工程在政府無多餘資本情形下，只能藉由民間力量。當時

已創立臺灣製糖、鹽水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商工銀行的商界聞人荒井泰

治，奉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之命，結合各路資金主，當地首富陳中和自然

也列名其中，於1909年成立「打狗整地會社」，開始填築打狗港旁的

海埔新生地，到1914年（大正3年）共填得18萬5千餘坪土地，這些土

地皆是後來新市區的精華地。16陳中和也因此獲得大批土地，雖然陳中

和被分到的都是當時最不值錢的鹽埕「垃圾地」，但仍可運用此協助如

「臺灣鐵工所」需要廣大土地的工廠，更對於陳家後代財富的累積，有

莫大助益。

另「呼應總督府」的投資案是「臺灣銀行」、「華南銀行」、「臺

灣倉庫株式會社」、「大成火災海上保險」。臺灣銀行為日本政府在

臺灣設立最重要的金融機構，臺灣富商亦多有認股，1903年（明治36

14　〈打狗造船所〉，《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6月16日第3版。
15　〈臺灣鐵工所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8月31日第2版。
16　�吳文星，〈日據時期高雄地區社會領導階層之分析〉，《高雄歷史與文化第一輯》，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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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統計時，陳中和認購271股，排名第三，王雪農亦有65股。17臺灣

倉庫株式會社主要是以倉庫營業為主，兼營運送及碼頭裝卸，其營業點

遍及全臺西部鐵路各站以及基隆、高雄兩大港，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

運輸公司，但在公司設立初期，總督府同樣面臨需要民間共同襄助，在

陳中和等人認股下，於1916年（大正5年）9月16日成立，陳中和與新

興製糖均有認購，其中陳中和個人認購600股，為個人認股最多者。18

至於「華南銀行」與「大成火災海上保險」，也都與政府政策有關。19

除了與日商合作外，陳中和也與高雄在地的臺籍商人往來密切。

1913年（大正2年）成立的南部製酒株式會社，是改組於1911年設立

的打狗製酒，其創設者為臺籍的陳光燦。製酒是甘蔗製糖時傳統的副

業，清代的民間製糖業者多半順道製酒，但日本領臺後，於1907年開

徵「酒甑稅」，使得原本製酒不需付出太多成本的製糖農民開始考慮，

在不敷成本下紛紛將這種民間製酒業收攤，給了大型酒廠誕生的機會，

也是「南部製酒株式會社」成立之背景。20

來自澎湖的陳光燦，是當時打狗臺商除陳中和家族外首屈一指的富

商。1903年陳中和家族的「新興製糖會社」成立時，陳光燦同為創立

發起人，並於1911年（明治44年）就任該公司董事（取締役）。同年

其成立「打狗製酒」，兩年後改組為「南部製酒株式會社」，集合當時

打狗有力臺商，如陳中和家的陳啟峰、陳啟貞以及潘國祥等人，與新興

製糖成為當時少數由臺商主持的大型企業。21

整體言之，此時期是陳中和事業發展的高峰，但並非一帆風順。

新興製糖在1904年（明治37年）糖價大跌導致其經營困難，甚至連一

般輿論也不看好，22後在臺銀貸款下度過危機，23甚至還能投資其他事

業，到1919年（大正8年）後砂糖熱潮，更讓新興製糖獲利不少，也能

17　〈臺銀本島人株主〉，《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9月18日第2版
18　�吳子政，〈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的創立與發展（1916–1945年）〉，《高市文獻》21：1，

頁82。
1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16–423。
20　范雅鈞，《臺灣酒的故事》（臺北：貓頭鷹，2002年），頁24–26、34–37。
21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頁374。
22　〈糖界危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4日第3版。
23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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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烏樹林製鹽，達到其事業顛峰。

在這段期間，除了新興製糖、烏樹林製鹽及陳中和物產外，陳中和

也四處投資，但不論是配合總督府政策，或與日商或臺商的合作，這些

投資案，陳中和多半僅能配合，無法主導。然比較起日商來此新設的水

泥、機械、磚窯等新式工業，陳中和為代表的臺商仍選擇較熟悉的農產

製造工業。這其中固然有臺商在資金及技術上的能力，以及總督府不願

讓臺商介入等因素，然亦或許有意願之問題，例如在土地與金融業的投

資上，雖然陳中和也非主導，但從日後陳中和家族，甚至是其他臺灣知

名家族之投資，可看出傳統臺商對土地及金融投資的偏好，這也成為其

戰後維持家業的重點。

貳、陳中和家族與日治中期高雄市產業之發展（1923–1930）

1923年烏樹林製鹽成立後，陳中和家族的投資就漸漸趨緩。但此

時期的高雄商人間的互相投資卻相當活絡。1920年代的不景氣，使得

原來對高雄投資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外來日資」銷聲匿跡，忙於自

保。這雖對臺灣整體經濟不利，卻是在地日商的大好機會，從1920年

開始，幾位在地日商開始合縱連橫，共同投資，成為此時期高雄市最具

影響力的商人。這其中以「日東商船組」的大坪與一為主軸心，另有同

為運輸業的「臺灣運輸株式會社」杉本音吉、「臺灣合同運輸」中村一

造，以及機械販賣「山半商店」船橋義雄、船橋武雄兄弟三個中心，互

相交叉投資。24

大坪與一於日本領臺隔年（1896年，明治29年）即來臺，落腳於

當時最重要的商港：基隆，後來看到高雄的發展性，遂將其事業重心轉

至高雄，隨著高雄港的崛起，貨物流通轉運需求量大增，兩者業績也蒸

24　�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三輯》（高市：陳中和
基金會，1996年10月）頁17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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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日上，25在外來日資逐步移出高雄後，開始多角化投資，成為高雄霸

主。

大坪與一在1920年代，集合了老一代的「在地日商」荒木萬三

郎、真砂由次郎、館林恒吉、名川鑒、小川與市、真砂由次郎，以及新

一代的多木龍二、杉原佐一、高木拾郎、大坪佐苦樂、陳啟峰等人，分

別在1921年（大正10年）設立「高雄劇場株式會社」、1925年（大正

14年）創設「高雄製冰」及1928年（昭和3年）的「高雄共榮自動車株

式會社」，分別進軍電影、製冰、公共運輸三項新興事業，在其1932

年（昭和7年）過世後，高木拾郎繼續領導該集團運作，陸續投資土

地、觀光、製帽等事業，成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商業集團。26其中陳中

和家族以陳啟峰投資「高雄製冰」及「高雄共榮自動車」，以及高木拾

郎於1929年成立的「壽山遊覽自動車」。

集團內另一個要角為多木龍二，其主要事業是化學工業，包括

1919年（大正8年）的「多木合名會社」及1933年（昭和8年）的「日

本碳酸株式會社」。其除與大坪與一合作投資「高雄製冰」外，1930

年（昭和5年）則興設「鹽埕座」，至1935年改名為「鹽埕劇場株式會

社」，戲院更名為「壽星館」，27陳啟峰亦參加投資。

陳中和家族與當時高雄商角另一要角杉本音吉的投資案未有交集，

但主要也是杉本音吉在此時期擴張的企業不多，而與杉本音吉交好的船

橋武雄兄弟投資案就有參與，是由陳啟峰於1929年（昭和4年）投資其

「臺灣農具製造」。

船橋武雄出身日本鄉下，其具有冒險的雄心壯志，不甘願在鄉下度

過一生，在日本領臺後，他看準臺灣這塊新天地，於1908年（明治41

年）毅然赴臺，加入機械金屬（機械金物）商山光商店，1914年（大

正3年）山光商店因經營不善倒閉，其轉至山一商行高雄分店（高雄出

張所）金屬五金（金物）部門任職，後於1919年（大正8年）獨資成立

25　�王御風，〈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產業之發展（1895–1913年）〉，《高市文獻》17：
4，頁11。

26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年）〉（臺
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120–124。

27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185–187、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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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半商店，其主要經營機械五金、鐵道用材料、電氣用品、油類、船舶

用品等機械類類用品，由於船橋武雄在事業上人脈廣闊，加上高雄在日

治後期以機械工業為主，使其業務蒸蒸日上，能夠將事業觸角擴及其他

區域。船橋武雄在高雄站穩腳步後，也邀其弟弟船橋義雄來高雄共同打

拼。28兩兄弟的事業在本時期末段開始擴展，到了1934年（昭和9年）

的「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及「金鵄館」，讓其成為高雄市最重要的商

業鉅子之一。

這段時期陳家參與在地商人的投資案，多半由陳啟峰代表，除了投

資案不多的杉本音吉外，當時高雄市重要的商人其均有投資，尤其是最

重要的大坪與一集團。家族其他成員，則是陳啟清投資1930年的「東

港製冰」。

日治中期高雄產業的發展，約有以下二個特色：一是以在地商人為

主。二是因在地商人資金不像財閥般充裕，故彼此互相支援投資，且其

投資產業偏向資本不大、新興的民生產業，如電影院、製冰、汽車等，

需要大量資金、技術的工業，較少出現在此階段。

在此情形下，身為臺籍商人首富的陳中和家族其實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但陳中和家族雖大量參與大坪與一集團的重要投資案，卻未見其

主導任何新公司的設立。實際上，這時期陳中和仍專注於三大產業的發

展，尤其是土地的擴張，新興製糖從1924年至1929年5年間，其所得利

潤為103萬圓，大約有80萬圓投入土地投資。29這也可說明陳中和家族

此時期的策略，以陳啟峰為代表，與高雄市重要的商人交好，也讓陳啟

峰的接班路走的更順，但實際的經營，仍以三大產業及土地為主，因此

對於高雄市當時的新興產業，主要以培養人際網絡的投資，而非主導其

發展。

28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195–197、407–409。
2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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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陳中和家族與日治後期高雄市產業之發展（1930–1945）

1930年（昭和5年）陳中和過世，此時不論是對陳中和家族或是臺

灣整體產業均進入一個新時期。1930年代，日本為解決世界經濟大恐

慌的危機，求救於通貨膨脹及海外侵略。面對此情形，日本對於殖民地

的政策改變，臺灣由糖、米為主的農業本位經濟，開始轉向以軍需產業

為重點的「工業化」。30

1930年代以後，許多電廠的陸續完成，尤其是1934年（昭和9年）

臺灣電力公司的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廠的完成，更讓日本許多輕金屬、

電氣、製鋼部門，如日本鋁業、臺灣電化株式會社、臺灣化學工業會社

等開始進入臺灣。後來更運用統制經濟下的金融貸款，讓日資大量進入

臺灣投資，其投資重點在於新興的電氣、化學工業，以及原有的食品工

業。但臺灣的工業化，一如原來的米、糖經濟，都是以日本中心為主體

思考，因此是以原料由「大東亞共榮圈」取得、在臺灣製成半成品、再

輸往日本的方式發展重工業，因此取得原料、以及輸往日本都很方便的

高雄市，也就成為工業化時代最重要的城市。31

在此背景下，高雄市的產業有了重要變化，與軍事相關的「日本

鋁業株式會社」、「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旭電化工業高雄工

廠」為此時期最重要的建設。這些建設多為軍需工業，且需要大筆資金

建設，這是在地日商的資金所無法負荷，於是這些建設又回到橫跨日本

的大財團手中。

1935年（昭和10年）成立的「日本鋁業株式會社」是由三菱財團

投資，1939年（昭和14年）成立的「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廠」則是古河

財團投資，同在1939年成立的「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為日本曹

達株式會社、大日本鹽業株式會社與負有政治任務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共同投資。三者不僅為此時期高市最大的投資案，所生產物資也都與軍

30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121。
31　�小林英夫著，何義麟譯，〈1930年代後半期以後的臺灣「工業化」政策〉，《臺灣史料研

究�創刊號》，頁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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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關，「日本鋁業」是鋁、「旭電化」及「南日本化學」均生產金屬

鎂，兩者原料均不在臺灣，充分展現其為戰爭服務的階段性任務。

戰爭時期的高雄產業界，除了來自日本大財團的軍需投資外，對

產業界也開始進行管控，除了以「組合」方式加強控制，如「高雄商業

倉庫信用利用組合」、「高雄州青果組合」外，「在地日商」領導者也

悄然換人，雖然繼承了大坪與一的高木拾郎，仍有許多投資案，但最讓

政府放心的卻是曾任公職的「退職官員日商」，這其中以中村一造為代

表。

中村一造實際上在日本初領臺時就已來到臺灣，只不過他一直待

在公職單位及大集團中，其初到臺灣，在臺灣鐵道部擔任雇員，為初期

臺灣鐵路建設貢獻許多心力。後於1907年（明治40年）加入臺灣製糖

會社，擔任運輸部長，負責臺灣製糖會社內鐵道設施興建維護工作，

1914年（大正3年）轉往爪哇任職，1918年（大正7年）離職，前往新

成立的臺灣倉庫株式會社擔任董事及高雄支店長。

從中村一造的經歷看來，其具有官商二棲的特性，不僅曾任職臺

灣鐵道部，後轉任之臺灣製糖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社均為官方大力支

助的新企業，因此官方也藉助他的身份，頻頻讓其出任各種組織的領導

者：如高雄商工會議所會頭、第一地區防衛團長、高雄勞慟需給組合理

事長、高雄漁業共同組合長等，其後更陸續擔任高雄街協議員、高雄州

協議會議員、甚至臺灣最高的總督府評議會議員，可見其與官方之關

係，例如傳出爭議的高雄魚市株式會社、高雄勞慟需給組合，最後都由

中村一造出任負責人，統合各方，也只有其出面，方能使執政當局放

心，可見其功能。

中村一造也趁著良好的政商關係，有所投資。例如1921年（大正

10年）由其擔任董事長的「高雄賣冰」，或是參與大坪與一的「高雄

劇場」（1921年）等，但真正讓其登上顛峰的，則是從1933年（昭和8

年）起與楠田卓哉的一連串合作。

楠田卓哉是日商第二代，其父楠田金之丞曾任高雄街助役，及高雄

州、（街）市協議員，為重要之退職官員日商，楠田卓哉在其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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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結合中村一造，成為日治後期高雄市最重要的商業集團。

楠田金之丞原為教師，1886年（明治19年）自島根師範學校畢業

後，即從事教師之工作，1896年（明治29年）領臺次年，其渡臺就任

撫墾署書記，後陸續任職於辨務署、土地調查局、安平稅關經理課長，

1906年（明治39年）其離開官職轉入臺灣採腦拓殖會社、高砂製糖會

社，1910年（明治43年）辭職前往高雄，1916年（大正2年）其發起成

立「高雄信用組合」，提供當地日商資金調度管道，1919年成立「高

雄商事」，從事水泥仲介販賣。321920年（大正9年）地方制度改正

後，打狗升格為高雄街，其擔任高雄街助役（相當於今日副市長），

並擔任高雄街協議員，成為議會中官方代表。1924年（大正13年）高

雄街升格為高雄市後，其辭去官職，專心任職高雄市協議員，1928年

（昭和3年）更上一層樓，成為高雄州協議員，33於1932年（昭和7年）

10月11日過世。34

在楠田金之丞過世前，其子楠田卓哉就放棄其在日本內地所開設

的東亞製材所，來到高雄市，從事信託、代理等事業，後更於1934年

（昭和9年）投資高雄新報社、1936年（昭和11年）與中村一造共創

「高雄地所株式會社」，就任常務董事（專務取締役），成為其代表

事業，35後更繼承其父，成為第一、二屆高雄市會議員（1935–1945

年）。

中村一造、楠田卓哉兩人從1933年（昭和8年）至1939年（昭和14

年）短短6年間，陸續參與了「高雄中央批發市場」、「高雄雜貨卸株

式會社」、「高雄新報」、「高雄州自動車工作」、「高雄地所」、

「極南燃料」、「高雄州自動車運輸」、「高雄興業」、「楠梓合同

運輸」、「臺灣木工」等10項投資案，其中由中村一造主導及中村一

造、楠田卓哉兩人與他人合作者各佔其半（5項）。在合作方面：分別

是與船橋武雄的「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杉本三郎的「高雄新報」、

32　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三輯》，頁184。
33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66、367。
34　《高雄市報》，昭和7年10月18日。
35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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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拾郎、工藤折平的「高雄州自動車工作」、本地才一郎的「高雄興

業」、真砂由次郎的「高雄木工」，可說其合作對象包含船橋武雄、杉

本三郎、高木拾郎、本地才一郎當時最主要的在地日商。而中村一造集

團全力經營的「高雄地所」、「高雄州自動車運輸」，也能號召繼承大

坪與一的高木拾郎及繼承杉本音吉的杉本三郎兩者參與投資，可看出

其在高市商界地位，也成為此時期高雄商界的代表。36在上述眾多投資

案中，陳中和家族僅有陳啟清投資「高雄中央批發市場」、「臺灣木

工」，也可看出陳中和家族與前期積極參與大坪與一集團的投資有所不

同，而陳中和家族參與者也由陳啟峰轉為陳啟清。

36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年）〉，頁
2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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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村一造、楠田金之丞父子主要參與之事業（1916～1942年）

中村一造 楠田金之丞 楠田卓哉 重要合作者 備註

高雄信用組合1916 發起人
古賀三千人、
松尾繁治

高雄商事1919 董事長

高雄賣冰1921 董事長

高雄劇場1921 董事 大坪與一

高雄魚市1926 董事長

高雄酒精1927 監事

臺灣合同運輸1931 董事長

高雄中央批發市場1933 真砂由次郎

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1934 董事
船橋武雄、池
尻重雄

高雄新報1934 杉本三郎

高雄州自動車工作1935 監事
高木拾郎、工
藤折平

高雄地所1935 董事長 董事長

極南燃料1936 董事長

高雄州自動車運輸1937 董事長
高木拾郎、杉
本三郎

高雄興業1937 監事 董事 本地才一郎

楠梓合同運送1939 董事長

臺灣木工1942 董事
真砂由次郎、
陳啟清

資料來源：�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三
輯》，頁183–208。

製������表：王御風

本期除了「在地日資」外，臺資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其參

與的產業方面，其中以胡知頭、何傳、唐榮等人為代表。

胡知頭則是鹽埕人，原為碼頭工人，以銷售日人海野三次郎以壽山

石灰岩所燒製之石灰起家，後買下日人愛生堂的灰窯，經營臺人第一家

新式石灰工廠，因石灰為臺人蓋房子的建材，故於1916年（大正5年）

臺灣兩次大地震後，胡知頭獲利許多，後更與淺野水泥合作，成為臺灣

石灰大王，更挹注林迦、本地才一郎的事業，成為日治後期臺籍商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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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物。37

何傳於1896年（明治29年）出生於臺南安平，1914年（大正3年）

進入日本著名的肥料雜貨商「株式會社安部幸商店」任職，經歷14年

的工作後，於1927年（昭和2年）12月退社，並於隔年（1928年）1月

在高雄市開設「永豐商店」，從事雜貨販賣。38因何傳工作認真，頗獲

財閥「三井」的信賴，使其業務蒸蒸日上，後更於內惟創設「永豐紙

廠」，成為高市臺籍商人中，首位非傳統家族開業成功者，39其「永豐

商店」更於1934年（昭和9年）8月增資為資本額百萬元的株式會社，

並於1939年進軍政界，官派為第二屆高雄市會議員，後更角逐成功，

成為民選之高雄州會議員，40可說是日治晚期最具政商實力的臺籍商

人。

唐榮則出生福建，於1896年來到臺灣，先於澎湖開設餅店，但因

生意不佳，轉至高雄擔任鹽務局監視員，後承包壽山開山工事，卻因合

夥人捲款潛逃，讓其虧損累累，後又至屏東開設米行及丸一運送組，生

活才逐漸好轉，其於臺日的運送過程中，發現鋼鐵重要性，心想若能在

臺灣直接將廢鐵鎔鑄新品，應能節省許多運費，故於1940年（昭和15

年）創辦唐榮鐵工廠，為臺灣第一家民營鋼鐵廠，41戰後更成為高雄最

重要的民營鐵工廠。

不論是胡知頭、何傳、唐榮，都反應出臺籍商人逐步變化的趨勢，

上述幾人均非出身富商人家，而且都從基層，甚至是苦力做起。但其所

經營之事業，亦非傳統家族熟悉的農產製造工業，而是石灰、造紙、製

鐵等新式工業，反觀傳統的富商家族，不論是陳中和、陳光燦，均在此

時期漸趨於沈寂，也看出產業轉換的痕跡。

陳中和家族在此時期更面對困境，創辦者陳中和辭世後，家族成員

的爭產使得其對外投資也減少，後來更面臨總督府對於產業的管控，其

37　�照史，〈白手起家企業先驅石灰大亨�光復前高雄個人最高納稅人—胡知頭〉，《高雄人物
評述�第一輯》（高市：春暉，1985年出版），頁59–79。

38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1。
39　照史，〈現代陶朱公—何傳〉，《高雄人物評述�第一輯》，頁202。
40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1。
41　�許雪姬，〈白手起家的鋼鐵鉅子—唐榮〉，《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臺北：自立，

1987年），頁64–68。



410

  

第
六
十
二
卷
第
四
期

最重要的兩大產業：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會社均於1941年（昭和16

年）被整併，這也使得陳中和家族在這個時期相對沈默，僅有陳啟清投

資的「高雄中央批發市場」及「臺灣木工」及陳啟川於1936年（昭和

11年）參與「民報商事社」。

整體而言，此時期是高雄產業變化相當大的時期，在「工業化、南

進化」的戰時體制下，不僅以軍需為主的財團再度來到高雄投資，在地

的日商與臺商也有極大改變，日商改由退職官員擔綱，臺商則在產業上

逐步轉型，舊有的臺商家族，在產業上無法更新，又面臨強力併購，僅

能靠著政治上的合作，如擔任市會議員維持家業，幸好其在高雄市區仍

有大批土地，方能在戰後具有影響力，仍是高雄市第一大家族。

肆、結論

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的事業發展，約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

個時期是由1895年至1923年成立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在此時期，陳

中和展現其之所以能夠成為南部首富的過人才能，從一個以糖業進出口

貿易為主的商人，在參與日人新式糖業工廠創設（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後，也積極投身設立新式糖廠：新興製糖株式會社，雖然中途遭遇經營

不順的波折，但終能克服萬難，轉虧為盈，並於1923年設立烏樹林製

鹽株式會社，奠定陳中和家族財富的基礎。

除了專心經營其拿手的糖、米、鹽業外，對於高雄日籍、臺籍商人

的新式產業，陳中和也多予投資。尤其是總督府希望藉助商人所成立的

企業或金融機構，不論是全島性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

社、臺灣銀行、華南銀行、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或是高雄的打狗整地株

式會社、臺灣鐵工所，都看的到陳中和身影，這不僅打好與總督府的關

係，更擴張了陳中和政商人脈。而這些投資並非只有付出，回收報酬更

是驚人，不但讓陳中和得以熟悉新式產業經營，像是打狗整地株式會社

所分得的土地，就算到今日，仍是陳中和家族主要財力資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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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到1930年的第二個時期，陳中和主要經營目標，除了維

持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兩大企業外，更積極進行土地經營，這也說明

陳中和物產的重要性。也因此，即使當時高雄市是以在地商人結盟方式

進行新興企業開發，陳中和家族也僅以陳啟峰為代表進行廣泛的投資，

而不嘗試於主導其他產業的發展。

1930年以後，一是陳中和過世後家產之糾紛，二是此時期以軍需

工業化為發展主軸，由於總督府並未給予臺商插手大型軍需產業的空

間，加上陳中和家族對此亦不擅長，使得陳中和家族投資慢慢減少。

而隨著戰爭爆發，總督府對於企業管控更為緊縮，陳中和家族的兩大產

業：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終被整併，但陳中和物產的大批土地仍能維

持陳家財富，甚至在戰後亦維持不墜。

陳中和家族的產業，反應了日治初期臺商的發展模式：以農產製造

工業及土地為主，對於新式工業較無興趣。這固然牽涉到殖民地經濟體

制下，日人不允許臺人插手大型工業投資，但從日治中後期興起的高雄

臺商，如胡知頭以石灰、唐榮以鋼鐵發跡，可見總督府並未完全禁止臺

人在小型工業的發展，然傳統臺商對此興趣似乎不高。就連1920年後

的高雄市，日、臺商相互投資的風潮中，也罕見臺商主導的新式產業，

即使陳中和家族對此曾加以投資，也是以擴張政商人脈為主，這也可從

日治時期臺灣五大家族在戰後的產業發展獲得證明。

整體而言，以陳中和家族為例的日治初期重要臺商，在殖民地經濟

體制下，多半以農產製造工業為主，這固然牽涉到殖民地政府管控，但

與其產業發展趨勢及對產業熟悉度有關，如其即對土地投資及金融業亦

展現高度興趣，而其土地與金融投資最後更幫助其度過日治末期農產製

造工業被政府併購之危機，讓其仍擁有雄厚資本，在戰後維繫其家族企

業及財富。而此種發展型態，就與日治中後期崛起之臺商發展途徑有明

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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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ily of Chung-Ho Ch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aoshiung 

Industry During Japanese Rule

Yu-Fong Wang *

Abstract

Mr. Chung-Ho Cheng is the wealthiest merchant in Kaoshuing during 

Japanese rule, during which period Kaoshuing gradually became an industrial 

city.Although Chen’s family invested extensively, they still focused o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as sugar making, salt making, rice, and land 

developments, and had stayed away from many of the new industires 

cropping up in the city at the time.

The rise of Chen’s family during Japanese rul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first stage starts from 1895 to 1923, when Chung-Ho Chen 

successfully set up Hsing-Hsing Sugar factory and Wu Shu Ling salt factory,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business projects both in Kaoshuing and around 

the island, setting the foundation of Chen’s family wealth；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year 1923 to 1930, when the Chen family invested mostly 

in land, although family member Chi-Feng Chenalso involved in various new 

industries started by Japanese merchants, the family was not in any way paly 

a dominant role；the third stage starts from the year 1930 to 1945, during 

which period Mr. Chung-Ho Chen passed away and the family made very 

limited investments, most of their factories were also forcibly acquire! d by 

the government due to the war.

What the Chen famil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also reflects 

the rise of many Taiwan merchants who made their fortune by traditional 

sugar, salt and rice factories.  Facing the industrial change, they were limited 

by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favoring Japanese conglomerates and had no 

ability to adapt. Comparing with the Taiwan merchants active in the later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Kaoshiung Marin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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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investment preference of the early Taiwan 

merchants is also worth a deeper study.

Keywords：Kaoshuing, Chung-Ho Che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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